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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政治与堪舆： 中国龙脉理论的形成

·专题研究·

经学、政治与堪舆： 
中国龙脉理论的形成 

段 志 强

摘  要：南宋理学家吸收了源自纬书的拟人地理观念、唐代一行的山河两

戒说，以堪舆视角重整《禹贡》山川，创造出一套中心化的地理秩序。经过元明

两代理学家与堪舆家的接引与改造，逐渐演变为以论证皇权为目的的三大干龙

说，并为社会各阶层所公认，此即沉淀为明清时代一般知识与信仰的中国龙脉

论。龙脉论是真实山川与想象地理的重叠，它既是流传于一般社会中的宏观地理

观念，也是文人精英与堪舆术士共同发明的皇权正当性学说。它的形成，是流行

于不同阶层的多种知识传统在王朝政治格局中杂糅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禹贡》   朱熹   堪舆   龙脉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山河形势往往在自然、军事或行政区划地理之外，被

赋予信仰或政治的意义。进入国家祀典的五岳四渎、道教的洞天福地，都属于这

种地理知识的再阐释与再加工。流行于明清时期的三大干龙说，认为天下山川可

以分成源出昆仑山的三条主干，中国所有山脉皆从三干分出，这套理论既是堪舆

术所依凭的世界观，A也是一般社会理解宏观地理的基本框架，世俗所谓“中国的

	  	� 本文曾在 2019 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主办的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上宣读，感谢与会学者及匿名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A	� “堪舆”一词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并不相同。大致而言，宋代以后“堪舆”才与“风水”

成为同义词。关于“堪舆”与“风水”词义的演变，可参见 Michael Loewe,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2-120;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 45 期，2010 年；潘晟：

《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

第 16—42 页。本文所用“堪舆”义同“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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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脉”，主要也是指这套理论。以往学者对三大干龙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或

重在讨论晚明地理学家王士性的贡献，A甚至直接归在王氏名下；或将其视作堪舆

家的发明，B把它当成神话或堪舆地理学来讨论。其实，三大干龙说的来源非常复

杂，它脱胎于宋元禹贡学所代表的地理知识，也渊源于朱熹所整理的政治化、中

心化的天下山川系统，又被元明堪舆术士赋予论证皇权的功能。本文追溯三大干

龙理论的来龙去脉，尝试展示它在不同时代的复杂面貌，探索地理、信仰与政治

的多层次关系。C

一、对天下山川大势的早期理解

中国古人对宏观山川形势的理解，有悠久的知识传统。中国现存最早的两部地

理学文献——《山海经》和《禹贡》，都讲到了天下山川的条理。《山海经》的《五

藏山经》部分记述五个方位的群山，各分若干条列，不论这些名目与真实的地理是

何种关系，这种叙述方式都反映出当时对山体宏观脉络及走向已经有所认知。一些

经学家认为，《禹贡》叙述大禹导山，实际上也在把山脉分成条列。马融、王肃把

大禹疏导的各座大山从北至南分成三条，郑玄又把三条中的南条分成二列，这样就

成为四列。D三条四列最北为碣石，最南为衡山，大体相当于汉代知识阶层所熟悉

的华夏范围。经由历代经学家解释，《禹贡》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被看作华夏文明永

恒的核心区域。E但是，无论是《山海经》还是《禹贡》，它们所描述的原本只是

	 A	� 参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周振鹤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前言”，

第 1—12 页；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第 369—372 页；杨文衡：《中国地学史（古代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4 年，

第 576—577 页。

	 B	� 翁文灏：《中国山脉考》，《科学》第 9 卷第 10 期，1925 年；薄井俊二：「明代士人の龍脈

説——風水説との關わりで」、『東方宗教』第 131 號、2018 年。周星：《三“座”昆仑

山与中国“大风水”》，《民俗研究》2019 年第 3 期；沈婉婷：《昆仑龙脉观念溯源》，《民

俗研究》2019 年第 4 期。

	 C	� 以今日地理学之眼光视之，本文所讨论的各类山脉学说都有与真实山川不能对应的地

方，现代地理学的山脉理论与古人之山川脉络亦有重大区别，但本文所论在文化方面，

不涉及科学的论争。关于现代地理学对古代山脉学说的批评，可参见孙关龙：《“三条四

列”说对中国地势的长期扭曲》，宋正海、孙关龙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

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443—449 页。此外，关于地脉、地络、山

脉、矿脉、血脉等观念及其联系，虽与本文论题相关，不过学者已有充分讨论，本文从

略，参见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沈婉婷：《昆仑龙脉观念溯源》，《民俗研究》2019 年第 4 期。

	 D	�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51 页。

	 E	� 但是，《禹贡》地名落到真实地理的过程，往往受到国土范围变化的影响。相关讨论参

见牛敬飞：《论汉代西部边疆上的〈禹贡〉地名》，《学术月刊》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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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山川的自然分布，强调的是天下的整体性，而非等级、秩序或界限。A

与此相异的是《史记·天官书》中所记录的天下山川之“维”。《天官书》说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

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 , 为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

陇、蜀，尾没于勃、碣”，B这里所说的“秦并吞三晋、燕、代”，指的是战国末年

的局势。C这条起于陇蜀、没于勃碣的山川之维其实就是华夷分界，是利用星象对

内夏外夷格局所作的地理学解释与确认。自然，《禹贡》那种混一式的天下观仍然存

在，与《天官书》中可以上应天象的华夷分立的地理观念并行不悖，并在后世随着

夷夏格局的变化而此消彼长。

山川界限体现华夷之分的观念影响后世至为深远，唐代一行的山河两戒说也

是这种观念的苗裔。根据《新唐书·天文志》，一行曾提出南北两戒说：“北戒，自

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

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

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

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

夷也。”D在两戒之内的华夏区域，一行又根据水系将其分为两河，北河包括黄河、

泾水、渭水、济水等水系，南河包括长江、汉水、淮水等水系。

两戒、两河是一种复合的天下地理二分法：两戒分开华与夷，两河又将华夏地

区一分为二。这套系统是一行的主观创造，与他的天文分野观念密切相关。E但是，

根植于古老传统的地理脉络观念，往往与现实的政治变迁出现扞格。假如严格按照

	 A	� 《禹贡》中的畿服制度虽然暗示了以距离王都远近为标准的内外等级格局，但它建构在

理想化的空想地理之上，与真实的山川形势无关。周振鹤区分了《禹贡》中九州、五服

两种政治地理格局，参见《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历史地理》第
20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19 页。

	 B	� 《史记》卷 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347 页。“正义”发挥说：“言

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

尽碣石山。黄河首起昆仑山；渭水、岷江发源出陇山：皆东北东入渤海也。”（第 1347—
1348 页）铺叙更为详细，但将“山川之首”从陇蜀改造为“昆仑葱岭”，则体现了唐人

的理解。

	 C	� 邱靖嘉曾以分野说为例，指出“汉人普遍沿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地域观念”，具体

参见《“十三国”与“十二州”——释传统天文分野说之地理系统》，《文史》2014 年第
1 辑。

	 D	� 《新唐书》卷 35《天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817 页。

	 E	� 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 年

第 4 期。唐代术数世界对华夷之辨的强调，还可见李淳风对“分野属擅于中华、星次不

沾于荒服”的长篇议论，参见《乙巳占》卷 3《分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049 册，第 6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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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两戒的说法，则唐都长安及李唐王室起家的太原都在北戒之外，北宋税安礼所

绘《唐一行山河两戒图》正是这样画的，整幅图因此呈现以宋代两京（西京洛阳、

东京开封）为主轴的政治景观。似乎是觉察了这种不妥，南宋唐仲友所绘《唐一行

山河分野图》就有意将经过关中地区的北戒向北略移，这样京兆（长安）才得以在

两戒之内。A宋人的游移，固然有对政治地理的敏感因素在内，但也说明在地理学

的视野中，一行的理论由于受到分野传统与自然山川的双重限制，并不能充分解释

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B

与《史记·天官书》和山河两戒说将山脉视作文化及政治界限不同，源自《河

图》《洛书》一系纬书的地理观念，则在宇宙论意义上将大地描述为一个互相连通

的有机整体，同时强调作为大地中心的昆仑山的重要性。C河洛纬书地理学的要义

有二：其一，昆仑山为大地中心，黄河所出，上有铜柱通天，赤县神州在昆仑之东

南，居天下九分之一，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其二，大地之中有孔道互相连通，

“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和

气所出”。D在此基础上，河洛纬书以大河为线索，建构起一套拟人化的大地观念，

而作为这个拟人化大地各个器官的，多数是《禹贡》名山。

河洛纬书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宏观地理观念已经超出了经验世界，类似的理论至

少起自战国时代，很可能与邹衍一流的方士有关。E这套观念虽然不像五岳那样

进入祀典，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神山系统，却一直流传有序，化作一般地理知识。

《楚辞·天问》、《淮南子·地形训》、传为尹喜所作《关令内传》、西晋张华《博物

	 A	� 这两幅图分别见盛博编：《宋元古地图集成》，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8 年，第
190—191、218—219 页。认为税安礼图不符合一行原意而为唐仲友图所纠正者甚多，

参见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第 151 页。但是，长安与北戒的相对位置却是税安礼图更符合一行的描述。

	 B	� 北宋官方曾经试图改造山河两戒说，以黄河、长江为两戒，以适应当时的形势。皇祐四

年（1052），司天监上言，“北河为契丹北戒，南河为越门南戒”，但这种新的山河两戒

未见被再度提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2，皇祐四年二月丁亥条，北京：中

华书局，2004 年，第 4132 页）

	 C	� 《禹贡》中虽已出现“昆仑”的名目，但无大地中心的含义，也不见河出昆仑的说法。

《山海经》多处提及昆仑，所指地望却不尽相同，毕沅认为“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

之”，参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 6，成都：巴蜀书社，1985 年，第 4b 页。关于昆

仑山作为大地之中、众山之祖的说法，学界研究极多，兹不赘引。

	 D	� 《河图括地象》，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91 页。“和气所出”据张华《博物志》卷 1（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1342 册，第 1 页）补。

	 E	� 刘师培：《左盦集》卷 3《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刘申叔先生遗书》，1934 年宁武

南氏校印本，第 38 册，第 11 页 a—15 页 a；陈槃：《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

《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97—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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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唐代类书《初学记》、宋代类书《事类赋注》等，都将“九州八柱”作为基

本的地理架构。大地下有空洞、“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的观念则进入道教，参与

了洞天福地系统的形成。A不过，河洛纬书的拟人地理重在西北，道教的洞天福地

却多在东南，这是南北朝以后文化重心转移的一个表征。B

 《禹贡》的山川条列、《史记·天官书》及山河两戒的华夷之分、河洛纬书的

拟人地理，都成为后世龙脉理论的知识资源。不过，上述种种理论都只针对自然地

理，并不涉及都邑、人居，后者主要是相地术关注的领域。

在后世堪舆家看来，相地术本来就起源于上古圣王的都邑选择，《汉书·艺文

志》所说“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家，C常被追认为堪舆术的滥觞，

以示择地并非小道。D但是，都邑选择的实践机会非常少，实际的决策过程又相当

复杂，不太可能预先设计出一套术数理论，临事行用，E所以自《汉书·艺文志》

以后，都邑选择术在相地类文献中几乎消失。F直至唐代，敦煌写本相地术典籍才

再度出现“大举九州之势”的论述，但其落足点却在阳宅主人的个人荣利，而非城

址的选择。G北宋的择地术官书《地理新书》有“城邑地形”一篇，不过从该篇所

引诸家之说看，所论并不是城市选址的原则或技术，而是既有城邑政治地位或人文

地理的术数论证，包括民风、科举、人民生计等方面，其具体依据则是以术数整理

排布的城市山水环境，并不涉及对天下山川总势的理解。

较早将相地术建构在宏观地理观念之上的，是传说为唐末杨筠松所作、实际

	 A	� 纬书本来就与道家及求仙思想有关，谶纬的若干内容还成为道书的一部分，参见钟肇

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97—203 页；徐兴无：《谶纬文

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21—46 页。

	 B	� 道教洞天福地有三个地理中心：关中、四川与江南，其中以江南为最多。参见周能俊：《唐

代洞天福地的地理分布》，《中国道教》2013 年第 6 期；三浦国雄：《论洞天福地》，《不老

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王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32—
359 页。

	 C	� 《汉书》卷 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775 页。形法共有 6 家，其中

《国朝》7 卷（第 1774 页），可能就属于这种都邑选择术。

	 D	� 如王洙：《地理新书序》，王洙等纂，毕履道、张谦校注：《重校正地理新书》，《续修四库

全书》，第 1054 册，第 2 页。

	 E	� 南宋初年胡舜申曾据所谓“江西新法”对苏州城门提出改造建议，虽为地方官员采纳，

却终未施行。其中各种曲折参见范成大：《吴郡志》卷 3《城郭》，陆振岳点校，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4—27 页。

	 F	� 关于汉魏六朝堪舆术的面貌，可参见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G	� 作于唐代的《司马头陀地脉诀》先说“天高西北，地缺东南”，后面却说“天门山千里

万里来住，则出三品京官。百里已下之山，则宜州县僚宰；衣藤蒲叶之泷，则宜凡庶所

居”。参见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480—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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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于南宋的《撼龙经》和《疑龙经》。A《撼龙经》将佛教四大部洲的世

界观缩小改造为一个中国式的天下版本：须弥山位于天下中央，从中生出四条

龙脉，西、北方向高山峻岭不可知，东方之龙进入朝鲜半岛，只有南方之龙进

入中国，分肢擘脉，与长江、黄河等水系气血勾连，形成大小不等的都邑、郡

县、市镇。这个天下是以山脉为骨干生长而成的，人类聚居之所亦依凭山脉而

形成。B《疑龙经》则强调龙分枝干，寻龙首先应判断是枝龙或干龙，龙脉的

层次决定了垣局的等级，“长作军州短作县，枝上节节是乡村……凡有枝龙长百

里，百里周围作一县”，而天下的格局，也就由这长长短短的干龙、枝龙所决

定，“若以山川分两界，黄河川江两源派。其中有枝济与河，淮汉湘水亦长源。

干中有枝枝有干，长者入海短入垣”。C显然，这也是一种类似山河两戒的南

北两分法。

三条四列所描述的山川系统是并立式的，并不在山脉或地理区域中分出等级；

山河两戒重在华夷之分，不涉及两戒之内华夏地区的山川；五岳虽以泰山为尊，但

主要仍是均匀分布式的神山系统，而且五岳地位虽高，却不与其他山脉或名山构成

等级上的联系；纬书中的神话地理描述了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大地，所有的山脉都可

以被纳入这个系统，不过这种中心向外生长的山脉结构类似一种宇宙模型，无关人

间秩序。但是，《撼龙经》《疑龙经》所述天下山川大势却是等级化、秩序化的。

	 A	� 这两部著作的准确年代迄无定论。从《撼龙经》所述淮河地理来看，当作于南宋黄河夺淮

入海之前。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疑龙经》1 卷、《辨龙经》1 卷，但并未

载作者姓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此认为《疑龙经》在宋代即已出现，杨筠松（杨益、

杨救贫）的署名应为后起。李文田认为今本《撼龙经》中无一“撼”字，“辨”字却屡屡见

之，推测《撼龙经》就是《辨龙经》。根据南宋末年谢枋得的记载，当时已经有术士“诵

杨救贫所著《三龙经》极熟”（《叠山集》卷 2，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 年，第 1184 册，第 874 页），或即《疑龙经》《撼龙经》《天玉经》。据此则至迟

南宋末年《疑龙经》《撼龙经》已经成书。相关引述见曾晨安：《峦头派风水典籍〈撼龙经〉

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源学院，2012 年。此外，术数类文献常有

不断“生长”的情况，世传本《撼龙经》是不是有后人羼入的内容，尚缺乏证据。廖平曾

以经学的方式对《撼龙经》的文本进行整理，作《撼龙经传订本注》，李文田详细考订了

《撼龙经》的地理名词，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第 15 册，第 269—347 页；李文田校注：《撼龙经》，《知服斋丛书》，陈建华、曹

淳亮：《广州大典》第 12 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年，第 844 页。

	 B	� 《撼龙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08 册，第 40 页。在清代中期以后的版本中，“须

弥山”也有作“昆仑山”的，参见曾晨安：《峦头派风水典籍〈撼龙经〉之研究》，第
23—27 页。

	 C	� 《疑龙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08 册，第 58—60 页。《疑龙经》与《撼龙经》对

地理大势的描述大体相近，而细节多有不同，可能是同一理论的不同流传所致，暗示两

书或是同一流派的不同人物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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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龙经》《疑龙经》出自江西。A朱熹曾说当时“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

为尤盛”。B根据明初的说法，江西堪舆之学重视山形水势，称作“形势派”或“峦

头派”，杨筠松被追溯为这一流派的源头，以龙脉理论来观察天下山川也被认为是

形势派堪舆术的特征之一。至晚在明初，形势派已经成为南方堪舆术的主流，“其

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C为什么形势派堪舆术（至少在儒家士人的

描述中）赢得了竞争的胜利？其实，南宋至元代的理学也是“出于江西、福建者为

尤盛”，形势派堪舆的流行与理学的介入有着密切关系。

二、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

在宋代以后的堪舆传统中，朱熹被赋予宗师地位，许多风水书都会征引他的言

论，作为论证风水术合理性的有力证据。朱熹本人不仅对风水技术有相当兴趣，D

而且以一个理学家的视角重构了风水术的理论基础，将程颐所称“最无义理”的风

水术“义理化”，E这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不过，除了淡化风水术吉凶祸福的

色彩并将其纳入理学的理论系统之外，朱熹对于风水术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他以风

水观念解释宏观的山川形势，成为堪舆地理学的奠基者。

朱熹认为，天下最形胜之处在河东（北宋河中府，今山西南部运城一带）。《朱

子语类》记：“尧都中原，风水极佳。左河东，太行诸山相绕，海岛诸山亦皆相向。

右河南绕，直至泰山凑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庐山诸山。第三重自五岭至

明越。又黑水之类，自北缠绕至南海。”F朱熹还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

	 A	�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辨龙经》《疑龙经》之后，注云“吴炎录以见遗。江西有风水之

学，往往人能道之”。（卷 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379 页）按吴炎，

江西洪州建昌人。

	 B	�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5《山陵议状》，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20 册，第 732 页。

	 C	� 王祎：《青岩丛录》，《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 年，第 3 册，第 48 页。

相关讨论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7—622页。

	 D	� 关于朱熹的风水观念及其实践，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参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8 页；许怀林：《朱熹的〈山陵议状〉及其风水观》，

《宋史研究论丛》第 10 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13—339 页；张永堂：

《朱熹与术数——兼论理学与命理学》，刘大钧主编：《大易集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 年，第 884—938 页。更详细的综述参见张瑞：《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 年。

	 E	�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22 上《伊川杂录》，《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第 290 页。

	 F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29 页。此条为包扬所录，

淳熙十年（1183）至十二年所闻。



116

	 历  史  研  究� 2021 年第 2 期 

水……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

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

又为第三四重案。”A在朱熹的描述中，北至云中，南至五岭、南海，宋人理解的

整个“中国”都是为了拱卫“风水最好”的河东，而河东的“好风水”总是与其

为尧舜禹故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B“河东河北皆

绕太行山。尧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C河东之地的风水地位与尧舜禹的历史彼

此呼应。

为了描绘出这个中心，朱熹重新定义了山川的走向。一行的北戒，系从三危、

积石出发，经过终南山东至华山，越过黄河成为太行山，再向北成为燕山。在这个

脉络中，太行山的走向系自南而北。朱熹则说，太行山是从云中发脉而来，“山脉

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

水，则东流入于海”，“太行山自西北发脉来为天下之脊”。D太行山成为河中府的

龙脉。风水术中，山的走向就是“气”的走向，朱熹强调“云中正高脊处”，以及

太行山东西河流的流向不同，其含义不言而喻，那就是强化“太行天下脊”的角

色，以配合河中府的神圣地位。

朱熹反对以“三条四列”理解《禹贡》，认为“《禹贡》本非理会地脉”。他的

证据是，《禹贡》言“道岍及岐，至于荆山”，若如注家所说这是描述地脉的话，那

么地脉要从岍山、岐山到荆山，再跨越黄河，然后成为壶口、王屋、碣石等山，这

样说来太行山将是从荆山而起了，未免太过荒唐。朱熹坚持认为，太行山从西北

发脉而来，乃是天下之脊，如果要讨论地脉的话，必须从这个“中国大形势”出

发。E如果按照形势派风水家习用的术语来说，河东是中国最大的吉地，后有太行

山为来龙，左右有泰山、华山分别为青龙砂、白虎砂，前有嵩山为案山，再前有淮

南诸山、江南诸山、五岭为重重朝案，黄河为水，自西北而来，在吉地之南缠绕东

去，这就是朱熹描绘的天地风水系统。

朱熹身处南宋，他又如何处理北方女真政权在政治地理中的位置？他说：“天

下惟三水最大：江河与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出，虏旧巢正临此江，斜迤东南流

	 A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第 29 页。此条为陈淳、黄义刚同录。陈淳所录为绍熙元

年（1190）、庆元五年（1199）两年所闻，黄义刚所录在绍熙四年以后所闻，则此条应

系于庆元五年。此条在徽州本《朱子语类》中被编入卷 140 《杂类》。（黄士毅编，徐时

仪、杨艳汇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278 页）

	 B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第 29 页。此条为辅广所录，绍熙五年以后所闻。

	 C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第 29 页。此条为包扬所录。

	 D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第 29 页；卷 79，第 2025 页。

	 E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79，第 2025—20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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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河东奥区，尧禹所居，后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犹自是来裹河东。”A天

下大水，古来有江、河、淮、济“四渎”的说法，朱熹删去淮、济，然后加入混

同江，并且指明“虏人之都，见滨此江”，暗示女真旧都也得到天地山川格局的加

持。B虽然“混同江”究竟指的是哪条河，历来有不同看法，C但朱熹的意思是很

清楚的，“虏人之都”、“虏旧巢”就是位于今松花江附近的金上京会宁府。他说混同

江“斜迤东南流入海”，这是把松花江—黑龙江与鸭绿江弄混了，但即便如此，“混

同江犹自是来裹河东”一语在真实世界的地理中也难以理解，可以说是朱熹将女真

故地与以河东为中心的华夏风水系统强行“焊接”的明证。“裹”字意味着混同江

也是朝向河东，这样河东就不仅是宋代所谓“中国”的中心，也是包括金朝在内的

“天下”的中心。

但是，以河东为天下最大吉地，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北宋汴梁、南宋临安，还是

汉唐旧都长安、洛阳，都变成了临时首都，只有晋南的一小块区域，理应成为永久

不移的华夏政治中心。为何朱熹对当时天下地理图景有如此大胆的改造？

首先，在朱熹的时代，原有的大地秩序观念在多重挑战下面临严重危机，亟须

重构。朱熹的理论，一方面出于“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是对华夏正

统的地理追认。本来，传统观念认为洛阳为大地之中，四方贡赋道里均，这成为以

洛阳为都城的王朝的重要依据，不同的王朝都曾用各种方式来证明。D可是，由于

佛教世界观的传入及天竺地理知识的流布，E特别是随着地理测绘技术的进步，F

到了宋代，这一观念已经被彻底动摇。在官方的天文地理学中，开封附近的浚仪县

岳台被认定为大地之中，但这个新晋地中仅是地理位置的几何中心，不像洛阳那样

有经典和传统的支持，严重削弱了华夏王朝地理空间的秩序感，连朱熹也不能解释

天下中心为何汉代在洛阳附近的阳城，宋代就移到了岳台，只能猜测是“地气之转

	 A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79，第 2027—2028 页。

	 B	� 在身处大一统国家之中的明代堪舆家看来，鸭绿江只不过是一条不太大的普通河流。徐

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 2 有：“按鸭绿江，近时使朝鲜诸

臣至其地见之，回谓其源甚短浅，必别有一水来送北干，然荒漠莫之能考矣。”（《故宫

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411 册，第 28 页）

	 C	� 相关争论参见杨中华：《黑龙江、混同江和鸭子河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
年第 5 期。

	 D	� 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复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E	�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王

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 16 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年，第 44—71 页。

	 F	� 宋人对洛阳地中的探讨与质疑，参见李申：《中国科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8 年，第 622—6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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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A此外，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中原中心主义的地理观越来越受到

质疑。在后世看来，宋代疆域远不如唐代广阔，但由于儒家文明在宋代的推广，B

特别是南方的开发，宋人反而觉得当时华夏地域已远非唐代的山河两戒所能限制。

南宋陈藻就在几次策论中反复问及，本朝蜀地文教发达，“三苏，文人之翘楚也”，

而且“今日则七闽之儒风为盛，且骎骎而逾广矣”，这些都在南戒之外，一行视作

蛮夷之地；至于中原，一行说是文教之地，但西晋以后中原云扰三百年之久，靖康

之后又沦为兵战之区，又当如何解释？“地脉最难寻者也”，三条、四列、两戒之说

各有缺陷，且与《禹贡》相冲突，该如何理解？C

宋室南渡后，中原地区及黄河都沦于“夷狄”之手。陈藻的发问暗示，缓慢的文

化变迁加上激烈的政治变动，原有《禹贡》或山河两戒式的地理秩序都变得岌岌可危

了。在这样的理论空白中，朱熹抛弃将天下几何中心神圣化的传统做法，借助风水原

理，创造了中国地理空间的新秩序，重申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身处偏安的南宋，

谈及天下山河大势时，仍抱持以中原为中心的大一统视野，完全无视宋、金、西夏各

自建立政权的政治现实，这自然是“恢复”的地理宣示，更显见一种包容整个华夏地

理区域的政治地理学在此时已经定型，不再受王朝疆域变化的影响。D这不但是对《禹

贡》九州作为华夏故土的再确认，而且纳入了女真故地，更强调了天下地理的秩序感。

其次，朱熹之所以用风水视角来重整山河秩序，不仅是因为他对风水技术相

当熟悉，还因为南宋理学家的地理观念本来就与风水术有密切关系。朱熹未必及见

《撼龙经》《疑龙经》的成书，不过他是郭璞《葬书》以下比较重视山川形势一派的

支持者。E今本《葬书》成书于两宋之际，F龙、砂、水、穴、朝向、拱卫这些描

述山川形势的堪舆概念最晚在当时已经正式形成。该书《形势篇》概述山川形势与

吉地之关系，是形势派堪舆术的经典文献，其中说“龙虎抱卫，主客相迎”，陈注

“谓左右拱护，前后朝揖也”，G分明就是朱熹天地风水论的观念与术语来源。他在

	 A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86，第 2212—2213 页。

	 B	�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2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56—386 页。

	 C	� 陈藻：《乐轩集》卷 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2 册，第 93—96 页。

	 D	� 水口拓寿已经指出这一点，参见『儒学から見た風水：宋から清に至る言説史』、東京：

風響社、2016 年、第 155—164 頁。

	 E	�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0 页。朱熹在议论择地

时多用“形势”一词，比如《山陵议状》所说：“未必得其形势之善”，为其父选择葬地

时所说：“冈峦形势目前无大亏缺”，指的都是风水意义上的“形势”。（《晦庵先生朱文

公文集》卷 15，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729 页；《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

卷 4《刘共甫》，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 25 册，第 4899 页）

	 F	� 据余格格的考证，《葬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地理新书》成书之后、南宋绍兴之前。

（《郭璞〈葬书〉伪书考》，《浙江学刊》2016 年第 5 期）

	 G	� 引文据郭璞《葬书》现存最早刊本。（《新刊名家地理大全锦囊经》，元刊本，台湾图书

馆藏，第 18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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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陵议状》中所说“若以术言，则凡择地者，必先论其主势之强弱、风气之聚散、

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后可以较其地之美恶”，就足为明证。A

朱熹相信《葬书》，以至于杨万里还写信委婉批评他：“然景纯《葬书》，东汉以前

无有也，老先生岂亦微信其奇怪乎？”B朱熹对天下风水大局的判断也完全符合术

家的要求：风水宝地要有环抱、有朝护，藏风聚气，正所谓“水绕砂回，拜舞类君

臣之象”，C河东就宛如天下山川之君。

在朱熹前后，一些理学家还尝试将真实的地理作为堪舆术的知识基础，将山川

形势从术数化的世界中抽离出来。与朱熹关系密切的前辈蔡发所著堪舆原理《发微

论》，D先讲天地生成的过程，接着说“凡山皆祖昆仑，分支分脉，愈繁愈细，此

一本而万殊也；凡水皆宗大海，异派同流，愈合愈广，此万殊而一本也”，E将“理

一分殊”的理学核心观念引入地理学和堪舆术，成为理解山川形势的理论基础，这

其实是河洛纬书地理学的理学化。不过蔡发除了重复“凡山皆祖昆仑”之外，还提

出“凡水皆宗大海”与之对应，又比纬书的地理学精致。《发微论》以龙、砂、水、

穴论风水，它所提出的动静、聚散、向背、顺逆等若干哲理性原则，成为后世形势

派堪舆术的理论基础。以此书为标志，堪舆术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地理世界观，朱熹

的天地风水论也建构在这种理学化的风水世界观之上。F

朱熹虽然将河东看得非常重要，但绝不等于他将其当作天下地理的几何中心。

在与学生的问答中，朱熹提出其实有两个地理几何中心：倘若以整个天地宇宙来

看，则昆仑是中心；倘若以“中国地段”来看，则“豫州为天地之中”。所谓“冀

都是正天地中间”，主要是从风水“形势”着眼，而风水中所要求之“吉地”或

“穴”，重在后有来龙、前有去水，左右有环抱，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是形势中

心，是“气”之蕴积之处，不需要甚至根本就不能处于几何中心（他还说过“冀州

之地，去北方甚近”）。G

	 A	�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 《山陵议状》，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0册，第730页。

	 B	� 杨万里：《诚斋集》卷 104，《四部丛刊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年，第 24 册，

第 17 页 b。
	 C	� （传）刘秉忠：《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全书真机》卷 3，刘基解，赖从谦发挥，《故宫珍本

丛刊》，第 410 册，第 193 页。

	 D	� 关于《发微论》的作者，有蔡发、蔡元定两说，应以蔡发为是。参见杨世文：《关于

〈发微论〉的作者》，《文献》1996 年第 4 期；余格格：《宋代风水文献研究》，博士学位

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6 年，第 49—53 页。

	 E	� 蔡发：《地理发微·刚柔篇》，蔡有鹍编：《蔡氏九儒书》卷 1，《宋集珍本丛刊》，北京：

线装书局，2004 年，第 106 册，第 235—236 页。

	 F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 称“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异，水本异而末同。’”（第 28
页）蔡伯靖即蔡渊，字伯靖（静），蔡元定之子、蔡沈之兄，曾从朱熹学。蔡氏家族精

于风水，他们为风水术所构建的理学化世界观，对朱熹产生了直接影响。

	 G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第 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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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献所见，朱熹是第一个从风水形势角度重新整理中国山川系统的人，无

论是从地理学还是风水术的角度来看，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都有其独创性。但这不

妨碍我们进一步追问，朱熹如此尊崇河东，究竟是他的独见，还是有更普遍的思想

背景？

传统社会中，精英文人的地理观念奠基于《禹贡》。要了解朱熹时代士大夫对

天下地理的理解，首先需要回到当时的禹贡学。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初极为繁荣的

《禹贡》注解中，A独尊冀州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对冀州的强调，其实就是对尧

舜禹之都的强调、对皇权的强调，这是南宋初年禹贡学的时代共识。

《禹贡》九州，首列冀州，其中原因何在，现存的汉晋人注解对此并未深论。

唐代孔颖达认为，九州的顺序是按照大禹治水的次序排列的，虽然冀州是帝都所

在，但这并非其高居九州之首的原因，“若使冀州之水东入兖州，水无去处，治之

无益，虽是帝都不得先也”。B这个以《禹贡》为治水指南的思路在北宋仍然延续，

北宋禹贡学仍以“水学”为核心。C

南渡以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经解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林之奇反对“以治水为先

后”的理解，认为《禹贡》只是记“九州之经界与其田赋贡篚之详”，而在这样的

政治地理格局中，其他八州都记载经界，只有冀州没有经界，“别帝都也”。为了证

明《禹贡》突出帝都的特点，他比较了《周礼·职方氏》的记载方式，说后者将周

代王都所在之豫州混同于诸州之间，“非特不能别王都之所在，乃并与九州所止之

方无所辨别也”，结论是《禹贡》“独出于千载之上，非后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D

这样，《禹贡》就并非治水之书，而是政治文本了。

这种以冀州起首是为了重帝都，重帝都是为了尊王的论调，在南宋初年的禹贡

学中非常普遍。史浩就以激烈的语调说，假如大禹治水不从帝都开始，那就是不知

“急务”，不合“爱君之志”，尧既已都冀，“率土之滨，皆知归向……孰不奔走于阙

庭之下”，《禹贡》所记根本不是治水的过程，乃“禹教天下以尊君亲上之大义”。

吕祖谦认为《禹贡》所述水道，乃“一人统天下之大，丝牵绳联”之漕运通道；袁

燮说，“天子为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贡，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于王畿”。E其

他如薛季宣《尚书古文训》、夏僎《尚书详解》、黄度《尚书说》等，都无一例外

强调冀州的王都地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蔡沈（蔡发之孙）《书经集传》折中众说，

	 A	� 王小红：《宋代〈禹贡〉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8—38 页。

	 B	�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46 页。

	 C	� 潘晟：《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走向地理学》，《历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D	�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 7，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2009 年，第 1 册，第 81—82 页。

	 E	� 史浩：《尚书讲义》卷 5、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卷 5、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卷 4，
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第 1 册，第 172、226—227、256—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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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晁说之“王者无外之意”一语，A《禹贡》遂在南宋人的解释中成为尊王之书，尊

王的表征之一即冀州凌驾于其他八州之上的超然地位。B

南宋初年，赵宋王室摇摇欲坠，维护皇权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之

一，C北宋初年萌生的尊王潮流再度高涨，以《禹贡》尊王就是这种思潮在经学中

的投射。朱熹本人也曾认真讨论大禹治水的顺序，他承认治水确实应该是“先从低

处下手”，但认为《禹贡》文本的顺序与大禹治水的顺序没有关系，“窃意当时治水

事毕，却总作此一书，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毕，总作一门单耳”，D《禹贡》

其实是治水结束之后开列的工程清单，因此须以王都为首。治水顺序是技术问题，

《禹贡》文本顺序是政治问题，在以《禹贡》尊王这一点上，朱熹与同时代的尚书

学者并无区别。E

南宋初《禹贡》新经解的主题，是强调皇权与国家统一的尊王思想，而朱熹

对天下山川格局的重新整理、对冀州特别是河东地区的强调，都与《禹贡》的时代

解释有关。朱熹眼中的天下山川是高度中心化的，但他所强调的并非具体的本朝王

权，而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抽象的华夏王权，寄托了儒家对文明延续的期待。

这种以冀州王都为中心的地理新秩序，本质上是在风水学框架中糅合了多种世界观

的理想主义政治地理学。

三、元代的堪舆地理学

朱熹彻底改变了堪舆术对天下山川形势的认识。F在他之后，许多理学家持续

向堪舆术士灌输这种“大风水”的理念，朱熹的天地风水论一步步下沉为社会的一

般知识与信仰。

江西吉州人欧阳守道曾广览风水书籍数十种，认为其中有一种大约是“出于

明理之儒者”，“最可人意”。这种优质风水书与普通风水书的区别在哪里？他说：

	 A	� 蔡沈：《书经集传》卷 2，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第 1 册，第 274 页。

	 B	� 蔡沈《书经集传》在元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正统注本，这种尊冀州以尊王的解释在后

世的《禹贡》经解中成为标准解释，如元代吴澄的《书纂言》就说“尊帝畿、示天子

无外之意”，又说《禹贡》多记各州之贡道（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第 2 册，

第 98 页）等。

	 C	�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1—33 页。

	 D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79，第 2023 页。

	 E	� 关于朱熹与学侣、弟子讨论尚书学的情况，以及朱熹对本朝尚书学的吸收与评论，参见

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67—96 页。

	 F	� 朱熹关于天地风水的议论很快就流传开来。赵与峕《宾退录》作于 1219—1224 年，记

录了朱熹关于“冀州风水”的议论（卷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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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之书探山川融结之情，引经援史，远及四方郡邑之大势，可与识者道，难

与俗人言也。”A只有从天下山川郡县之大势出发，才称得上是“明理之书”，而

这样“引经援史”并且熟悉山川地理的著作，显然要求著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儒

学及地理学修养。元代李祁对那些“拘其数而昧于理”的风水师不感兴趣，而

一旦出现一位熟悉真实地理，畅论千里来龙，“山势之去留隐现，水势之向背趋

舍”的，就立刻表示赞赏，还写序为之揄扬。B以堪舆理论解释山川大势，事

实上是儒家士大夫与堪舆术士之间的知识联结，此时正在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

的政治地理观念。

在这种新型政治地理学中，朱熹的天地风水论自然占据核心位置。在元代，有

人见过一种“朱、蔡二先生《地理图》”，所描绘的就是昆仑为祖、“蟺蜿扶舆磅礴

郁积之气聚于中州”的天地风水形势。C理学家陈著晚年有一次接待风水师马元

炎，他考校对方所学，马氏讲了一番“来冈去水，伏龙起峰”的道理，陈著不以为

然，说：“天下有大阴阳、大器局，朱文公所谓在冀州之野，坐常山、太行之所盘

结，左泰右华，以受嵩、衡诸山之朝揖，而长江、大河横贯于前，此则方为有所见

而。既有志于此，不可以近且小者自画。”D同一时代的风水师谭叔明得号“明山”，

陈仁子就对他讲了一番“繇须弥出昆阗、涉太行，以太、华为对待，以衡、嵩为潮

应”的大局势，还问他“亦尝明及此否”，E所依据的也是朱熹的理论。郑思肖更

把风水师须要了解的地理范围扩展到无远弗届的地步：“若不能见吾双足之下来龙，

则不知吾眼底所见八方来龙；若不见吾眼底八方来龙，则不知此县此州、众山众

水、一丘一壑各各来龙；若不见县州、山水、丘壑各各来龙，则不知九州、五岳、

万山万水各各来龙，则不知至远八方、遐陬绝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潭

诸国、不与南阎浮提中国接壤之地各各来龙，毕竟毕竟不知渺渺茫茫、无边大地大

海全体来龙。”F儒家士大夫不断地向术数世界添加建构在宏观地理基础之上的世界

观，希望风水师同时具备类似于今日所说地理学的素养，这种努力相当成功。元代

有些风水师重视宏观地理，甚至到了吴澄所说“能原其来于百十里之外，而不能乘

	 A	�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 11《赠宋义甫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3 册，第
591—592 页。

	 B	� 李祁：《云阳集》卷 5《赠地理刘济川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9 册，第 679—
680 页。

	 C	� 唐桂芳：《唐氏三先生集》卷 18《赠张子荣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

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15 册，第 633 页。此文作于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

	 D	� 陈著：《本堂集》卷 34《见山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5 册，第 161—162 页。

	 E	� 陈仁子：《牧莱脞语二稿》卷 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集

部，第 20 册，第 721 页。

	 F	� 《郑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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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止于一二尺之内，此察地理者之通病”的程度。A 

到宋末元初，朱熹的天地风水论开始进入堪舆典籍，成为术士修习的内容。题

为北宋国师张子微的《玉髓真经》其实是这一时期的作品，B其中有大量篇幅铺陈

这种堪舆政治地理学。在论述天下大势的部分，《玉髓真经》首列“唐虞冀都之图”，

并将中国的核心部分比喻为人体：长安如首，洛邑如腹，冀都如左臂拳，建康如右

臂拳。为何冀都在后世再也无法成为首都？那是因为“冀都下流之应”在碣石，汉

代碣石沦于海，“冀之应已失矣，风水变迁，故不可都”。C《玉髓真经》对冀都风水

变迁的解释，实际上是利用堪舆观念来弥缝朱熹的冀州中心论，然而，这种说法虽

然巧妙地因应了王朝政治变迁的挑战，却遗落了朱熹所坚守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传统。

普通的地理书、地理图，也开始反映出堪舆地理的影响。日用类书《事林广

记》在元初刻了增订本，其中的《腹里图》看上去只是一幅普通的元代国都图，实

际上却绘出了“皇都新城”的风水形势：元大都背后的居庸山被画成天下最高之

山，居庸山伸出长城如双臂环绕国土，远处是祖山、蒙古山、木叶山隐隐来龙，皇

都之前则是河水缠绕，东到碣石入海，南面北岳、太行、王屋、五台、东岳、芒砀

等山皆作朝拱之势。特别是朱熹最为重视的太行，本来是绵延千里的巨大山脉，此

处也与诸山一样，被画成一座孤峰，以免喧宾夺主。D 另外一种日用类书《翰墨

全书》的《腹里图》也大致相同。E这与《玉髓真经》一样，都是看重“本朝”。

虽然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在后世被不断重述，却极少有人主张建都于河东，原因显

而易见，那就是“本朝”与“时王”的政治权威只可论证、不能挑战。F

	 A	�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 26《赠葬师赖山泉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7 册，第
278 页。

	 B	� 吴澄说“丰城儒流所撰《玉髓经》，假托欺诳”，参见《吴文正集》卷 16 《地理真诠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7 册，第 174 页。关于《玉髓真经》的成书年代，笔者拟另

文考述。

	 C	� （传）张子微：《玉髓真经》卷 18，刘允中注释，蔡元定发挥，《续修四库全书》，第 1053
册，第 656 页。

	 D	� 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 3，元至顺西园精舍刊本，第 6 页
a—b，日本内阁文库藏。该书成书在南宋末年，但在元代有所增改，此图当为元代所增。

（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前言”，第 1—2 页）

	 E	� 刘应李辑：《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第 1219 册，第 370 页。关于这两

部类书中全国总图及其来源的讨论，参见成一农：《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翰墨全

书〉中所收全国总图研究》，《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F	� 一个少见的例外出自清初风水师张九仪。他认为燕京僻处天下之东北角，“无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之势”，所以辽、金、元历数甚短，明虽略长，但是一败而不能复起，

“居中建极以御四方者，似惟山西省为然乎……望忠君爱国之大臣，欲定龙不替者，思

所以献其可也”。（徐之镆：《地理琢玉斧峦头歌括》，张九仪增释，《故宫珍本丛刊》，第
412 册，第 305—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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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元以后，关于中国山川大势的讨论仍在《禹贡》注解中继续，不过朱熹的天

地风水系统已经少被提起。本来，蔡沈折中了一行和朱熹的理论，A一方面否定三

条四列的分法，将中国的山分成南北二条，即黄河以北与江汉以南两个部分；另一

方面又说“河北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诸州乘高而来”，B重复朱

熹的看法。然而，现存的元代《尚书》注解，如陈栎《书集传纂疏》，许谦《读书

丛说》，黄镇成《尚书通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

主意》、《读书管见》，王天与《尚书纂传》，朱祖义《尚书句解》等，都不再论及太

行山的走向问题，其中陈栎、董鼎等书明确是为“羽翼蔡传”的，也对太行山的问

题避而不谈。C吴澄《书纂言》虽然也说太行是“天下之脊”，却因为“太行连亘

河北诸州，泽州之晋城，潞州、怀州之河内、武陟、修武，以至于河北境，皆太行

所经，故太行在河北为天下之脊”，D完全消解了太行走向所蕴含的形势意味，太

行也仅在河北区域之内为北条之“脊”而已。

但是，金履祥的《书经注》是个例外。从南宋末年到元代，该书在《尚书》注

解中对山脉系统整理最为详尽。金履祥主张，王肃、郑玄只不过是将《禹贡》分章

为条、分段为列，“若指为山势之脉络，恐未然也”，但是，“天地常形，固相为勾

连”，山势的确有其脉络。他把中国山川分为源出昆仑的“三络”（只有泰山独立于

三络之外），并以河流的不同流向判断山与山之间的脉络。他特别发明了“盘”这

个概念，应对南方之山较为分散、不易连成脉络的困境，对南方之山的整理达到了

前所未见的详尽程度。金履祥所论及的地理范围已远远超出《禹贡》山川。与朱

熹、蔡沈一样，金履祥也认为太行系代北、云中发脉而来，同时他也清晰地指出，

代北、云中之脉源自昆仑。E

明代风水师追溯三大干龙理论来源时，将金履祥放在龙脉论知识谱系中仅次于

	 A	� 清代朱鹤 龄已经指出蔡沈的山脉系统与山河两戒说的联系，参见朱鹤 龄：《尚书埤传》

卷 6，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第 4 册，第 279—280 页。

	 B	� 蔡沈：《书经集传》卷2，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第1册，第284页。蔡沈《书

经集传》多承朱熹《书》说，但也有不少明显的差异，相关讨论参见陈良中：《朱子与

蔡沈〈书〉学异同考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C	� 关于元代尚书学的概况及各家立场，参见刘起 ：《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85—333 页。

	 D	� 吴澄：《书纂言》卷 2，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篇集成》，第 2 册，第 116 页。原书据四

库本影印，“潞州”误作“陆州”，“武陟”误作“武涉”。吴澄整合了三条四列和蔡沈的

南北二条，并将四列各分为二，共成八列。

	 E	� 参见金履祥：《书经注》卷 3，《续修四库全书》，第 42 册，第 486—487 页。另见金履祥：

《资治通鉴前编》卷 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32 册，第 32 页。关于金履祥的尚书

学著作及其考辨，参见王小红：《金履祥〈尚书〉学著述考论》，《宋代文化研究》第 25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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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位置。明代最著名的堪舆书，徐善继、徐善述兄弟所编《人子须知资孝地理

心学统宗》（简称《人子须知》）“总论中国之山”部分，先列朱熹关于山脉的看法，

接着“复辑山水总说”，所引“仁山金氏”就是金履祥《书经注》的内容，在“山

水总说”中占据了最大篇幅。A 

大体而言，将天下山脉三分的理论，是将江河两分法中的南方之山再两

分，实质上是长江以南之山的“独立”。从自然地理上来看，北络、中络较易

排布，但南方之山的堪舆布局一直是龙脉理论的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之

山确实不如北方有较为清晰的脉络走向；另一方面，南方也少有固定的全国性

政治中心，朱熹也只能笼统名之曰“江南诸山”，或者分成几支，很难梳理出

一条清晰连贯的山脉。经过蔡沈、金履祥等尚书学者的努力，南方之山的脉络

才慢慢清晰。

与前述太行山相同，南方之山也存在一个走向的问题。较早的堪舆地理学附

和山河两戒的说法，把南方之山描绘为北方山川的延伸。《撼龙经》云：“南龙高枝

过总顶，黑顶二山雪峰盛。分出秦川及汉川，五岭分星入桂连。”B“总顶”、“黑顶”

等地名虽不易索解，但大意可知：南龙之山系随汉水而南，越过五岭，到达桂林、

连州等地。但在经过朱熹龙脉论改造的山脉系统中，南方之山系由岷山生出，再向

东、向北。C南方之山之所以需要呈现出由南而北之势，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尧舜

之都的案山，只有朝向北方，才能完成朱熹的大风水之局。

湖南、江浙之山多南北走向，但究竟是“南来”，还是“北来”，这不仅涉及堪

舆形势的形成，也是气运转移、文教代兴的象征。韩愈曾说，衡山之南八九百里为

郴州，“中州清淑之气”穷尽于此。D元代程端礼对此非常不解：“天下山川，皆自

西南入中州，后世地理家卜葬者所能知也，退之读《禹贡》，乃不知之，何邪？”E

所谓“天下山川，皆自西南入中州”，即指蔡沈所说的“岷山之脉，其北一支为衡

山，而尽于洞庭之西”，F岷山生出衡山，衡山向北尽于洞庭，这样湖南之山就是

自南而北，而非如韩愈所说自中州而南了。

	 A	� 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 2，《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

第 25 页。

	 B	� 《撼龙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08 册，第 52 页。引文首句，李文田注本作“南龙

高枝过葱岭，黑铁二山雪峰盛”，注引郦道元《水经注》，认为“黑”指黑山，去盐泽

（罗布泊）1360 里，“铁”指铁山，去蒲黎（今塔什库尔干）140 里（第 67 页 a）。

	 C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2，第 30 页。

	 D	�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 4《送廖道士序》，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87 页。

	 E	� 程端礼：《畏斋集》卷 4《送郭芥庵归永嘉序》，《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
1994 年，第 109 册，第 51—52 页。

	 F	� 蔡沈：《书经集传》卷 2，李勇光主编：《尚书禹贡集成》，第 1 册，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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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礼的话透露出，朱熹、蔡沈、金履祥式的山脉系统在当时已成为“地理家

卜葬者”的基本常识。A同南方山脉走向的重新定义一样，将天下山川分成三条脉

络的观念很快为堪舆界所吸收，并被赋予政治功能。元末姚桐寿记载刘基语：“中

国地脉俱从昆仑来，北龙、中龙人皆知之，惟南龙一支从峨嵋并江而东，竟不知其

结局处。”刘基认为，南龙结局在海盐诸山，“此南龙一最大地也”。姚桐寿问“此

何人足以当之”，刘基说：“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无有乎尔，吾恐山川亦不忍自

为寂寂若此也。”B“结局”是风水概念，指的是龙脉之气所钟之地。刘基既然意在

发现南龙之“结局”，则北龙、中龙之“结局”所在，应当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乐

郊私语》作于元代末年（序于 1363 年），其时刘基尚未离世，姚桐寿系记其亲闻，

而且是未能实现的预言，可信度极高。即便这段议论并非出于刘基，也可以证明在

元代“善形家言”者之中已经流传三龙之说，而且到了“人皆知之”的地步。C

无论是《玉髓真经》的国都风水变迁论，还是刘基的三龙说，较之朱熹的天

地风水系统都有了根本性变化，那就是单一的冀州中心变为多中心，以适应对历代

王朝国都的堪舆学解释。这些新理论可以很方便地为后世皇权提供堪舆论证，同时

意味着堪舆地理学不再坚持朱熹天地风水论的政治超越性。恰好，在不久之后建立

的明朝，都城与皇陵分布在范围广大的南北多处地点，三龙说与明代皇权迅速形成

互证。

四、明代三都与三大干龙说的定型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死葬孝陵，令元代堪舆家感到纠结的“南龙结局之

处”终于有了方便的答案。朱氏家族发源于凤阳，明祖陵、皇陵皆在濠、泗一带，

明初又曾营建中都于凤阳，中龙结局亦不必再限于洛阳、开封。明成祖迁都北京，

昌平天寿山成为明陵所在，在时人看来，这是中原王朝的首都自尧舜以后第一次重

	 A	� 例如署名廖禹的《金壁玄文》是南宋到元代的作品，它在描述南方山川时虽屡引《撼龙

经》，其实更接近于朱熹一系理学家。参见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

学统宗》卷 2，《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第 29 页。

	 B	� 刘祁、姚桐寿：《归潜志  乐郊私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24 页。

	 C	� 刘基在杭州任江浙儒学副提举是在至正八年，至正十八年弃官归里，至正二十年开始辅

佐朱元璋，姚桐寿与刘基在海盐的会面当在至正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这段时间群雄蜂

起，元朝已现崩溃之势，刘基正在撰写《郁离子》，“以待王者之兴”。刘基所谓南龙结

于海盐，此地将出“周孔”其人，恐怕只是一种委婉说法，背后的想法或系在元末乱

世中对新朝天子的期待。参见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第 58—71 页。此外，在刘基的心目中，朝鲜、日本也被纳入天下的大风水格局，

成为南龙吉地的案山，这一点在后世被堪舆界继承下来，风水地图中一般都把朝鲜画成

像日本、琉球一样的海岛，以强调其案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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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冀州，更为北龙之王气提供了新的证据。于是三大干龙说迅速成为社会共识，既

为堪舆家所津津乐道，也成为在一般士人阶层中流行最广泛的地理框架。

在民间，普通士人和风水师一直努力将三大干龙说与明代皇权联系在一起。王

文禄记载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遇到徐献忠，后者说曾至凤阳，见“熙祖陵龙脉

发自中条，王气攸萃”，并解释说，“元末东开会通河绕之，而圣祖生矣”。这又是

一种动态的龙脉观，用以解释山川之灵何时而“发”的问题。A徐献忠著有《大地

图》，今虽不传，B但从堪舆书中引述的片段来看，他确实是以大风水的视角来看

待明祖陵的堪舆形势。C

在庙堂，明代君臣自然也乐于接受这种理论安排。成化二十三年（1487），丘

濬向新登基的孝宗进呈《大学衍义补》，其中“都邑之建”部分首先引述朱熹的天

地风水论，幽燕作为冀州的一部分获得了作为首都的资格。在丘濬笔下，明朝都于

北京不仅意味着得到了风水宝地的加持，而且延续了黄帝、尧、舜以来帝王之正

统，明代皇权由此得到了地理与历史的双重证明。D《大学衍义补》是帝王教材，

在明清时期影响极大，E朱熹的天地风水，乃至以堪舆观念理解天下大势的方式，

至此正式进入帝王的视野。只不过，《大学衍义补》虽然名为补充朱熹弟子真德秀

之《大学衍义》，其建都论却与朱熹有着巨大的差异：朱熹的天地风水论是一种理

想主义设计，是不满于偏安的结果；丘濬的说法是对王朝既定政治现实的肯定与

解说。

现有的堪舆类文献中，对三大干龙说表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是前引徐善继、

徐善述的《人子须知》。徐氏兄弟是江西德兴人，青年时遭家难丧父，他们不忍以

大事付“俗师”，于是弃去功名，究心堪舆，遍历名山大川，终成一代堪舆名家。

徐氏兄弟以30年之功著《人子须知》，该书在隆庆二年（1568）前后第一次刊刻，F

迅即流行开来，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堪舆典籍之一。《人子须知》以总论天下大风水起

首，然后分论三大干龙：南条干龙指“大江以南”之山，其脉起自岷山，经云南，

	 A	� 王文禄：《龙兴慈记》，《丛书集成新编》，第 119 册，第 608 页。

	 B	� 徐献忠的文集中保留了《大地图说》和《大地图赞》两篇，参见《长谷集》卷 9，《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86 册，第 308—310 页。

	 C	� 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 2，《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

第 31 页。

	 D	�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85《治国平天下之要·备规制·都邑之建上》，《丛书集成三编》，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7 年，第 12 册，第 432—434 页。

	 E	� 李焯然：《〈大学〉与儒家的君主教育：论〈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补〉对〈大学〉的

阐释与发挥》，《汉学研究》第 7 卷第 1 期，1989 年。

	 F	� 据余鲍的序言，该书原名《心学统会》。隆庆刊本今已不存，据徐善述的《郢中重刻自

序》，该书曾有铅山见溪王君、书林余氏两个刻本。（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

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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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趋夜郎，逾桂岭为九嶷山，又入岭南，再过大庾岭进入江西，抵信州、徽州，东

行为天目山，然后分为四支，一支赴杭州，一支入海门，一支为南京，一支逆江而

上至鄱阳湖；中条干龙指“大河以南、大江以北”之山，其脉起自西倾，经陇右，

过凤翔，向东入河南后分出三支，一支出熊耳，为嵩山，“其后脉乱于河”，再出兖

州，为泰山，一支尽于登州、莱州，一支尽于沧州、棣州；“中条干龙又一支”自嶓

冢西行湄州、汉水之间，出武关，抵信阳，行淮水之南，尽于南通州；北条干龙指

“大河以北”之山，其脉起自昆仑，至白登，西一支为壶口、太岳，次一支南出为析

城，又西折为雷首，又次一支为太行，再次一支为燕山，尽于平滦碣石山。《人子须

知》最后说，以上“中国诸山皆始昆仑，分派四列，以遍九州”。A

徐氏兄弟本是儒生，而且世传尚书学，B这套理论与《禹贡》经解传统有密切关

系。他们的三龙说脱胎于金履祥的三络，最明显的证据是其“中条干龙又一支”与

金履祥的“中络之次”完全相同。但是，《人子须知》并不只是如金履祥一般在整理

山川，在这种堪舆地理学中，南龙结为南京及孝陵，中龙结为明祖陵及“大礼议”

中新追尊的显陵，北龙结为北京及天寿山皇陵，原有的天下山川、五岳等，都让位

于皇都与皇陵，皇权彻底垄断了天下的风水景观，所谓“三干之尽，惟我朝独会其

全”。同时，《人子须知》还历数历代国都，称北龙首结北京，次结平阳、蒲坂；中

龙首结丰京、镐京、咸阳、长安，次结洛阳，再次结汴梁；南龙首结南京，次结临

安。历代国都也在这样的堪舆地理中获得了解释。自然，在历代国都中，《人子须知》

极力渲染北京的优越性。曾任刑部主事的唐枢认为北京仅是“枝结”，而非“正结”，

《人子须知》直斥其为“妄谈”，借用丘濬而将朱熹所说的“冀都”硬指为北京。C

北京处于北龙之上，《人子须知》就将北龙描述为“昆仑之中脉”，因为“以华夷共视

为中脉，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D北京在风水格局中也获得了华夷共主的地位。

从风水角度对本朝皇权正当性的论证，不但在堪舆类典籍中处处可见，朝堂

上也常常谈及。如嘉靖年间曾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的韩邦奇所谓“江淮之间，风水最

	 A	� 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 2，《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

第 29—30 页。

	 B	� 李维桢：《郢中重刻人子须知序》，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

《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第 1 页。

	 C	� 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 2，《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第 31 页。到了清代，张九仪就不客气地指出：“徐氏兄弟违情背理，阿谀明朝，以

幽州原在冀州分出，说朱子‘好个大风水’指顺天说，则顺天后龙是云中来乎？何其谬

也！”（徐之镆：《地理琢玉斧峦头歌括》卷1，张九仪增释，《故宫珍本丛刊》，第412册，

第 308 页）

	 D	� 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 3，《故宫珍本丛刊》，第 411 册，

第 37 页。这一说法也经常为地理书所援引，作为建都北京的最重要证据，如陆应阳纂，

蔡方炳增辑：《广舆记》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73 册，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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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A只不过是闲议论；但在遇到家国大计之时，龙脉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坚实

的论据。万历二十七年（1599），叶向高在反对开矿征税的奏疏中，以开矿破坏孝陵

龙脉为由，三龙说已被他运用得相当娴熟自然。B潘季驯治理黄河，也不得不引用

《地理心学》等堪舆书，反复强调“祖陵风水来自中条”之类，不但为自己的治河之

策张本，而且还作为应对各路阻力的武器。C崇祯十四年（1641），礼部侍郎蒋德

璟奉命勘察皇陵之后，奏称“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结为凤、泗祖陵，

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本

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长之福”。崇祯皇帝回称：“这三大干都从昆仑山发脉

来。”D君臣对话与《人子须知》所述若合符契，三龙说已经成为社会的共享知识。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热衷于游观山水的士人，他们虽不从事堪舆职业，但会用

堪舆的视角去观察天下山川，特别是宏观的山水地理形势。明代最著名的两位旅行

家王士性、徐霞客都是如此。

王士性《广游志》卷上“地脉”条所论“三龙”已被学者广为讨论，此处不再

赘引。《广游志》是王士性对于一生游踪的理论性总结，“地脉”是《广游志》的第

一条，开头就说“自昔堪舆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正是以堪

舆家的三龙说来理解中国的基本山川。但是，王士性“九州历其八”，亲身到过川、

滇、粤，他以得自目验的地理知识改进、发展了堪舆家的三龙说。例如前引《金壁

玄文》及《人子须知》都说南龙与中龙同出于岷山，这种说法源自朱熹、蔡沈，王

士性就批评说，金沙江已经切断岷山，所以岷山只出中龙，南龙系由吐蕃之西而

来，经云南、贵州到湖南，再分为五支，布满长江以南。E

相较于《人子须知》将三龙与明代皇权地理互相匹配的做法，王士性一方面重

复明朝“兼三大龙而有之，安得不万斯年也”的旧论，另一方面构造出一套气运转

移的历史哲学。他的三龙论本来就是为了回答经济文化重心向南转移的问题。F关

于这个问题，一般都以“天运循环，地脉移动”来解释，但是不得其详。G王士性

	 A	� 韩邦奇：《苑洛集》卷 2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9 册，第 699 页。

	 B	� 叶向高：《纶扉奏草》卷 1《南直采矿公疏》，《四库禁毁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年，史部，第 36 册，第 510 页。相关讨论参见罗晓翔：《“金陵根本重地”——明

末政治语境中的风水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3 期。

	 C	�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 2、卷 9，《潘季驯集》，付庆芬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第 181、187、361 页。

	 D	�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 70，王剑英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363 页。

	 E	� 《王士性集》，朱汝略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89—190 页。

	 F	� 《王士性集》，第 189 页。

	 G	� 如赵翼著、王树民校证的《廿二史札记校证》卷 20《长安地气》有“地气之盛衰，久

则必变……盛极必衰，理固然也”。（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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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王气”在三龙中“发”的先后来回答：“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

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自宋南渡始发，而久者宜其少间歇，其新发者其当坌涌

何疑。”“发”也是堪舆术的概念，指的是吉地的“应验”。在这个理论中，“声名文

物”的消长首先被归结为“王气”的转移，“王气”成为融合政治中心与社会繁荣

于一体的概念。同时“王气”也是历史性的，各龙都是先发其末，再循而上之，那

么“今南龙先吴、楚、闽、越，安得他日不转为百粤、鬼方也？”A

在王士性的影响下，徐霞客在旅途中也特别重视南龙之山，《徐霞客游记》中有

多处将某处山脉指实为“南龙正脉”。B他的《溯江纪源》沿袭王士性对宋儒以岷

山为南龙之起的批评，同样强调南龙之重要，“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

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

南龙之长，还有长江作证明，“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C

南方之山，在朱熹那里只不过是冀州王都的重重案山，经过元明禹贡学者与堪舆家

的整理，不但南方的山川脉络越来越清晰翔实，而且地位也越来越独立和重要，在

王士性、徐霞客的笔下甚至超越了北方山川。

王士性、徐霞客的三龙说来自堪舆地理又加以修正、发展，在他们看来这套理

论是实存的、可以验证的地理形势，“本朝”与三大干龙的配合关系也被他们一再

提起。D不过王士性的著作流传很少，《徐霞客游记》到清代方才刊刻，明代流传

的三龙说仍然是《人子须知》式的，像《雪心赋直解》《地理琢玉斧峦头歌括》等

堪舆类典籍莫不如是。E即便是重视星气的堪舆类书籍，也往往会先设定一个以昆

仑山为中心的世界观，只不过这派堪舆术中的龙脉更具术数色彩而已。F

	 A	� 《王士性集》，第 190、191 页。

	 B	� 徐霞客在记述城市时，往往先述“来龙”，他对山脉系统的认知，本就建立在龙脉论的

基础上。参见秦子卿：《略论徐霞客对中国山脉系统研究的贡献》，无锡教育学院徐霞

客研究室、无锡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徐霞客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3—37 页；杨作民：《徐霞客对山脉和山地地貌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学院

学报》 1990 年第 1 期；王玉德：《试论徐霞客的风水思想——读〈徐霞客日记·楚游日

记〉》，《徐霞客研究》第 20 辑，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 年，第 196—203 页。

	 C	�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 10 上《溯江纪源》，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 年，第 1129 页。

	 D	� 周振鹤曾以徐霞客为例，指出明代后期已经出现专为探究地理原委的旅行家。参见《徐

霞客与明代后期旅行家群体》，《徐霞客研究》第 1 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 年，第
52—61 页。

	 E	� （传）卜则巍：《雪心赋直解》首卷，田希玉辑，《故宫珍本丛刊》，第 409 册，第 245 页；

徐之镆：《地理琢玉斧峦头歌括》，张九仪增释，《故宫珍本丛刊》，第 412 册，第 305—
308 页。

	 F	� （传）刘秉忠：《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全书真机》卷上，刘基解，赖从谦发挥，《故宫珍本

丛刊》，第 410 册，第 165—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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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政治与堪舆：中国龙脉理论的形成 

堪舆世界观与宏观地理学，三龙说的这两种色彩在晚明以后并行不悖。即以类

书为例，前者如刊于万历三十七年的《三才图会》，该书地理部在龙、砂、水、穴

诸图之后的最后一图即《中国三大干图》，并抄录了《人子须知》“总论中国之山”、

“总论中国之山水”两条内容，仍将三龙说当成一种堪舆理论。A后者如章潢《图

书编》地部首卷为分野，次卷先列“天下山川海岳大势图”标题，所绘图像却是

《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文字部分则与《人子须知》总论天下山川部分大同小

异，B这样的排布就不再把三龙说视作堪舆术，而是宏观地理学了。顾炎武《天下

郡国利病书》全文收录了王士性《五岳游草·地脉》，C这意味着全国性政治地理

专著也开始采纳三大干龙的理论。

结    论

作为宏观地理学的一般框架，龙脉论影响中国地理学长达数百年。1925 年，

地质学家翁文灏有感于“明清言山者之旧说”与“英美日本所出简单而非科学的图

说”主导中国地理教科书图本的现状，撰成《中国山脉考》，这是第一篇以现代地

质学与地理学的观念重新全面审视中国山川的学术论文。翁文灏所谓“明清言山者

之旧说”，指的就是形形色色的龙脉论。D但是，学术的演进不能代表普遍观念的

更新，龙脉论仍然流行于一般社会，如到了 1934 年，丁文江还在《再版中国分省

新图序》里面奉劝同行“少讲些龙脉”，这样才能让“中国青年渐渐的了解地形是

怎样一回事”；E1936年，王庸还在愤恨于“玄学式的山脉观念和堪舆家龙脉之谈，

却依旧流传于现代的中国”。F

本文的梳理证明，这套理论既不是堪舆家的独家专利，也不是若干儒家学者如

王士性等人的独立发明，它存在一个复杂多线的演变过程，是多个知识传统共同作

用的结果。来自河洛纬书的神话地理学、《禹贡》注疏的经学传统、理学家的大地

空间观念、对真实地理的认识与测量，都是龙脉理论的思想资源，但是促使古人将

许多独立的山脉连成特定脉络的真正因素，却是知识背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朱

熹的天地风水系统，背后是南宋前期尊王的政治呼吁、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以及

	 A	� 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地理卷 16，万历三十七年原刊本，第 56—60 页。

	 B	� 章潢：《图书编》卷 30，万历四十一年新建万尚烈刊本，第 2—3 页。

	 C	�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2
册，第 16—17 页。

	 D	� 翁文灏：《中国山脉考》，《科学》第 9 卷第 10 期，1925 年。

	 E	�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纂：《中国分省新图》（再版），上海：《申报》馆，1934 年。

	 F	� 王庸：《地图闲话（二）》，《大公报》图书副刊第 121 期，1936 年 3 月 12 日，收入赵中

亚编：《王庸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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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方故土与华夏正统的坚守；明代堪舆家的三大干龙说，背后则是南方地位的上

升，以及对本朝皇权的呼应。

真实世界中的山脉万古不移。然而，如何整理、理解山川形势，如何赋予其或

边界、或脉络、或神圣的意义，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主观建构。这套关于中国龙脉

的理论既有自然地理的根据，常以讨论自然地理的面貌出现，又有等级性的文化地

理成分，但最终是一种政治地理。唐晓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之学主要是王朝

地理学，“它的核心是讲述、解释、捍卫王朝的社会空间秩序”，经过王朝地理学的

讲述，自然的山川大地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王朝的“江山”，A龙脉论所描述的中国

干龙系统自然也属于这种王朝地理学的一部分。不过，堪舆意义上的龙脉论重点在

山川脉络的“结局”或“吉地”，社会心态所关心的也往往是建都、皇陵、“王气”，

乃至潜在的未来皇帝，这样的龙脉论其实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它一方面表现为堪舆

世界观，是堪舆术中较为重视宏观山川地理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地理学中经常被

附会以堪舆色彩的部分，或许可以称作“皇权地理学”。

不过，除了为皇权提供论证的一面，龙脉论也是流传于社会一般心理之中的国

土观念。堪舆家通过一套拟象化的宗法观念，以龙脉 / 山川为管道，经过干龙—郡

县来龙—祖山等层次，把个人与“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似乎每个个体通过

这套堪舆世界观而与天下相联系。同时，由龙脉所定义的中国也会随着国土的扩展

而延伸。核心区域稳定、边界伸缩不定的中国，存在于作为一般知识与信仰的龙脉

论之中，特定的地理区域与中国文明也因此具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到了清代，来自北龙以外的人群统治了中国，新的政治格局与三大干龙理

论产生了尖锐冲突。龙脉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对统治基础怀着强烈焦

虑的康熙皇帝感到有必要予以认真回应——他挟西洋新术，以帝王之尊亲自改写了

清王朝的地理脉络，而朝野上下则另有一番应对。篇幅所限，那是另一篇论文的主

题了。

〔作者段志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黄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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